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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回顧近年來政治經濟發展的研究。文中處理兩個主要的議題，第

一個是國家在經濟發展中的角色，包括產業政策以及經濟自由化政策。產

業政策部分討論贏家挑選政策、產業政策實踐上的差異、技術官僚與統治

者之間的關係、影響發展途徑選擇的結構性因素，以及近年來發展型國家

的轉型。其次，發展國家論的著重在工業政策，對經濟自由化政策常以經

濟發展的另一種選項視之。本文討論國家如何交互使用這兩項政策，另外

也分析影響經濟改革推動的制度與結構性因素。挑選贏家的過程中需將資

源分配到最有潛力的部門，經濟自由化改革也需移除壟斷與保護，都面對

政治壓力。因此，本文著重分析政府在推動經濟發展政策時所面臨的政治

壓力，以及在哪些條件下可以克服這些反對。本文另一個主題則是回顧所

得分配與社會安全的課題，討論影響東亞與台灣社會安全保障制度發展背

後的政經因素，影響民眾所得重分配偏好的要素，以及所得分配對於民主

體制支持與穩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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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本文回顧政治經濟發展的研究，文中處理兩個議題，首先討論國家在經

濟發展中的角色，這主要有兩個部分，一是國家提供市場制度、法治、財產

權保護、教育以及基礎建設等公共財。依照古典經濟理論，國家在發展經濟

中的角色主要就是這幾項，其他的就留給市場來決定。另外一個則是國家透

過產業政策來促進工業與經濟的發展。這部分的討論也常被稱為發展國家論

（developmental state），討論的內容主要是國家以政策扶植特定產業。許多發

展中國家認為要脫離中等所得的陷阱，工業政策是不可或缺的一環（Norman 

Akbar and Joseph E. Stiglitz 2016）。近年來隨著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與中國

製造業的崛起，工業政策也再度在西方工業國家受到重視，因為他們瞭解到製

造業對經濟與國家安全的重要性（Andreoni 2016）。且若要保持經濟發展領

先的地位，政府攜手民間合作投入研發仍非常重要。當然，近年來工業政策重

新抬頭的一個重要原因，是以國族主義為基礎的民粹主義興起，促成保護主義

的強化，保護的對象往往是不具競爭力的產業（Aiginger and Rodrik 2020）。

國家在經濟發展中的角色這部分，本文要討論的議題包括產業政策以及市

場制度建立，也就是經濟自由化政策。產業政策部分會回顧發展型國家的贏家

挑選政策、不同國家產業政策實踐上的差異、技術官僚與統治者間的關係、影

響產業政策的結構性因素，以及近年來發展型國家的轉型。其次，經濟自由化

政策這部分，其也是發展政策的一環，在挑選贏家的過程中，缺乏市場制度的

建立，例如貿易、財稅與金融改革，則產業政策的效果勢必打折。這部分會討

論東亞國家的經濟改革經驗，以及政策選擇背後的制度與結構因素。與經濟發

展政策緊密相關的是分配的議題，這是本文的另一項討論重點。重分配議題雖

然著重在分配經濟果實，但也與發展有關，過高或過低的社會福利都可能影響

發展。對此，我們將討論東亞與台灣社會安全保障制度的發展，影響民眾所得

重分配偏好的因素，以及所得分配對於民主體制支持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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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產業政策

一、贏家挑選

產業發展過程中常出現資金、外匯以及資訊匱乏的情形，對此，發展型國

家模式有幾項常見的工作重點。首先，政府協助累積資本，這涉及將農業資本

移轉入工業投資，以及透過政策鼓勵儲蓄，減少短期的消費，以增加長期工業

投資的資本。其次，技術官僚依據比較利益的原則，挑選產業或企業的贏家。

這包括兩種方法，首先是直接挑選特定有潛力的企業，當一個國家在進行經濟

轉型、發展新興產業，因為市場資訊不足，企業與資本不敢貿然投入未來有潛

力的產業，政府扮演類似投資銀行的角色，規劃投資方向、籌集資金、技術協

助與選擇經營者。且若私人沒有意願時，國家率先投入成立國有企業，但之後

進行私有化（Chang and Zach 2019）。另一種方法是間接的挑選贏家，發展型

國家選定有潛力的產業，透過財稅、信貸與利率等扶植政策，協助具出口能力

與發展性的產業（Wade 2004; Haggard 2015）。此外，挑選贏家的過程中，為

保護幼稚工業，常給與關稅與非關稅保護。最後，各種產業扶植政策的持續給

予都是條件式的，東亞政府將獎勵與保護政策和企業的出口與成長表現掛勾在

一起（Amsden 1989; Wade 2004; Haggard 2015）。

從另一個角度來說 ，發展國家論認為，國家在經濟發展中的主要任務

是透過產業等政策來提升一個國家在國際生產分工中的位階（Evans 1995 ; 

Kasahara 2013），因此需要國家與民間部門間的合作，降低產業升級與創新所

面臨的風險（Chu 2002; Wong 2005; Lin and Chang 2009; Cherif, Reda and Fuad 

Hasanov 2015）。Rodrik（1995）指出發展中國家普遍面臨協調問題，特別是

如何匯集資金與人力籌組工業投資計畫，政府透過信用分配、稅收補貼、直接

投資或設立公有企業來推動產業發展。要達成產業升級的目標同時也需強化基

本公共財的提供，例如提供中等教育以及基礎建設（Kasahara 2013）。

發展國家論認為工業升級有市場失靈的問題，需要政府介入（Amsden 

1989; Wade 2004）。新古典經濟學家則指出政府的資訊不見得會比私人來得充

足，儘管有市場失靈的情形，但政府介入所引發的政府失靈問題可能更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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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競租（Krueger 1995）。Okimoto（1989, 50-51）區分一個國家產業的生命

週期，指出日本工業政策扶植的對象，一方面是剛萌芽階段的工業，另一方

面是衰退階段工業。Hatta（2017）也指出日本的產業政策很多只是在保護夕

陽產業。Hatta（2017）也指出私人投資，要自行承擔失敗的後果，需小心翼

翼；文官規劃的工業政策，若政策失敗，並不需要負擔太大的財務責任，因此

是否會善用資源是有疑問的。World Bank（1993）分析東亞的成功經驗，並未

承認工業政策的角色，認為傳統的新古典經濟藥方，包括貿易自由化、強化法

治、改善經商制度、金融深化、物質與人力資本累積與基礎建設等，才是促成

發展的重點。

不過Cherif 和Hasanov（2019）指出，有很多國家有很高的資本投入，或

是經商環境與基礎建設品質取得很好的分數，但卻沒有相應的提升生產力與

出口產品複雜度。Rodrick（2005）與Cherif 和Hasanov（2019）則認為就算是

推動結構性經濟改革，去除掉政府對市場的干預，也不保證可以帶來產業的

發展，因為還存在著市場失靈。例如智利在1970年代開始推動自由市場經濟

改革，卻沒有讓具有出口能力的製造業自然而然發展。
1
另外，新古典經濟學

本身也能為工業政策提供一些學理支持，首先，在進行產業創新面臨比較高

的風險時，企業通常不太願意進入這個領域，這時國家如果能夠提供資金以

及保護，就比較能夠鼓勵企業投入（Hausmann and Rodrik 2006, Lin and Chang 

2009）。

Cherif和Hasanov（2019）認為市場失靈不會自己解決，需要國家的介

入，但介入的方式應盡量貼近市場機制。他們歸納東亞工業政策的成功經驗，

有三點為關鍵，一是國家將資源與生產要素投入基於現有自身稟賦但尚未能生

產的製造產業。Cherif和Hasanov（2019）指出，東北亞國家，都是投入那些

比其原先秉賦所能生產的更高階的產業，例如電子業、汽車工業與造船業。

Chang也以韓國經驗指出，工業升級必須大膽投入著重於技術層次比自身國家

比較利益更高一些的產業，才能升級（Lin and Chang 2009）。Lin於同文也指

1 當時智利大幅降低關稅與貨幣貶值後，進出口出現顯著增加，成為讓傅立曼引為自由

經濟成功的例子，但幾年後證明，智利並未能出現產業的升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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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國家要做的是改善勞工、技能與資本等秉賦，使其能在比較高附加價值的產

業具有比較利益。不過工業政策推動後，發現不具比較利益時，必須果斷轉進

扶植具有比較利益的產業（Perkins 2013）。二是出口導向，這樣才能面對國

際競爭，同時取得規模經濟；若採取進口替代，存在著過度保護且市場規模過

小的問題，無法帶來產業的發展。第三點則是政府對於接受保護與獎勵的企業

依其成效對其問責。Nishijima（2012）指出日本通產省認為工業政策的保護必

須有時間的限制，時間到了，對於取消保護沒有任何妥協，企業知道，只有想

盡辦法改善品質、增強競爭力才能生存。在這樣的政策下，國家較能走向以創

新為基礎的發展途徑。

對於工業政策成效的量化實證研究，許多是比較同一個國家不同產業，

分析是否受到產業政策獎勵與保護的產業，比那些沒有受到相應政策影響的

產業表現得更好。許多實證分析發現保護政策對於產業的發展並沒有具體的

功效，甚至表現更不好，沒有接受補助的企業反而表現比較好（Lawrence and 

Weinstein 2001; Pack and Saggi 2006）。Harrison 和Rodriguez-Clare（2010）回

顧許多針對不同國家的實證研究，總結認為大部分的研究得到類似的結論，且

理論上工業政策的適用對象應該是市場失靈的情況，特別是幼稚工業，但是有

許多的國家的工業保護政策，是為了政府財政收入，或是為了保護那些沒有競

爭力或沒落的夕陽產業，反而是出口產業不容易得到政策補助。

另一些實證研究則發現工業政策有一些正面的效果。H a r r i s o n和

Rodriguez-Clare（2010）指出保護政策與企業表現間關係並不顯著，但出口補

貼比關稅保護來得好，因為前者中企業還是要面對國際競爭；其次，政府與企

業可以合作，致力於技術研發與升級。Lehmann和O’Rourke（2011）的研究區

分產業的類型，發現如果保護給與的是具有正外部性的產業，其技術與知識可

以外溢到其他產業，則可以帶來經濟的成長，但若保護給與的是不具有正外部

性的產業或衰退產業，則無法帶來相應的效果。另外有些研究的結論比較中

性，探討工業政策對於新興產業發展的作用，同一個國家中，同樣的扶植，有

的成功有的失敗。跨國來看，對相同產業的扶植政策，緊扣產業比較利益的政

策成功的機率較大，野心過大的產業扶持政策通常會失敗（Petri 1997）。另

外，針對韓國1970年代的研究發現，受保護產業的規模與產出的確比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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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見得比未受保護的產業發展得更好，不過許多受扶植的產業的確是發展起

來了，也能夠在國際競爭中生存下來（Choi and Levchenko 2021; Kim, Lee, and 

Shin 2021）。2

二、實踐上的差異

政府透過干預市場來促進工業發展，這不只出現在東亞國家，也出現在拉

美及許多歐美老牌工業國家中，歷史上許多工業先進國家也不同程度的採取

許多鼓勵工業發展的政策（Cherif and Hasanov 2019; Terzi, Singh, and Sherwood 

2022）。常用的方法包括補貼、政府資金投入、關稅保護、發展教育、投入

研發等（Ormrod 2003; Chang 2008; Caldentey 2008; Wade 2014; Andreoni and 

Chang 2019; Cherif and Hasanov 2019）。不過不同國家在產業政策施行上有所

差異，不一定會符合上一節指出的幾項原則。包括是否鼓勵民營、鼓勵出口競

爭、依比較利益原則將資源投入有潛力的產業，以及能否對受保護的企業依表

現問責等，都可能出現差異，這都會影響政策的結果。

不同於東亞國家的工業政策短時間內從進口替代走向出口導向，拉美

國家則是較長的時間一直維持進口替代。Katz和Kosacoff（2000）與Silva, 

E.（2007）指出智利與阿根廷也選定幾個具潛力的產業，透過資金補貼以及關

稅與匯率等政策來保護這些產業，形式可能是公營或公私合營。但與東亞國家

不同，採取進口替代策略，選擇發展的是資本密集產業，以及鼓勵與貿易與私

營企業發展相反的路徑。首先，對國有企業相當樂觀，透過提供低利貸款等

方式扶持國有企業工業化，但是這些工業並不具國際競爭力，只能透過關稅

與其他貿易障礙保護製造業。其次，則是高估其幣值，因為這些企業高度依

賴從國外進口機器與重要零組件等資本財，高估幣值可以降低進口品的價格

2 另外，工業政策經濟效果的實證研究常面臨將一個內生變項（工業政策）對另一個內

生變項（產業的興衰）進行迴歸分析，因為工業政策的選擇與產出都可能同時受到其

他因素的影響。例如沒有國際競爭力的夕陽產業更會尋求政府的援助與保護，所以很

多工業政策的幫助對象是沒有競爭力的產業，不管有沒有工業政策的保護，這些產業

都一樣會衰落，統計結果自然呈現出工業政策沒有效果。而晚近工業政策的實證研究

更重視因果分析，包括使用自然實驗與因果推論設計，儘可能確保一個產業是否受到

工業政策的獎勵是外生的（Aiginger and Rodrik 2020; Lane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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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mendáriz and Larraín 2017, 66）。然而，這樣政策的結果是國際收支不平

衡、高外債與高通膨。這些政策的既得利益者，包括進口替代產業的企業與

勞工會遊說政府，讓這個政策持續（Krueger 1995）。此外，這類工業雇用的

人力相對較少，對於創造就業機會幫助有限，無法充分吸納農村過剩的人口

（Baer 1972）；同時也促使貧富差距的拉大，農村地區的剩餘人力移到城市

中，只能在非正式的部門工作，或出現就業不足的現象，產生嚴重的貧富對立

問題（Armendáriz and Larraín 2017, 66-71）。

Katz和Kosacoff（2000）指出阿根廷的進口替代工業化，並未像東亞國家

一樣，給與產業壓力要求其提升競爭力或強化出口，而且依賴國內市場，不僅

企業規模較小，更缺乏競爭力。此外，Silva（2007）與Armendáriz and Larraín 

（2017）指出，進口替代其實不只包括產業政策，也包括社會保障政策，因

為智利為民主國家，政策的推動都要建立在政治聯盟的組建與支持上，在推動

進口替代的過程中，除了要有工業家的支持，也需有勞工的支持，所以勞工在

無效率的國營企業中，獲得過高的薪資。Kay（2002）指出，拉美國家在實施

進口替代之前，地主階級控制了國家官僚機構，因此無法有效推動土地改革、

移轉農業資本入工業。同時拉美是民主國家，官僚面臨富裕階級與勞工階級的

雙重壓力，無法如東北亞國家一樣，要求企業遵從市場紀律，反倒是不斷給予

沒有競爭力的企業保護與補貼，政府希望能鼓勵出口，但是卻沒有成效。

嚴格來說東亞發展模式與拉美模式中，都有進口替代的部分，但是東亞同

時鼓勵出口（Haggard 1990; Manger and Shadlen 2015）。例如台灣在採行出口

擴張政策之後，對於一些工業製品採取進口替代的保護措施，以保護國內幼稚

工業。一直要到1980與1990年代，採取經濟自由化措施以及要加入WTO，才

大幅減少關稅保護。不過東北亞國家的進口替代，主要目的並不著眼於國內市

場，而是希望該項工業發展後可以具有國際競爭力而出口，對於保護的程度與

時間上均有限度，這與拉美所建立的進口替代保護維持很長的時間且著眼於內

需市場不同。且在東北亞比較成功的案例中，主要是比較趨近市場機制，例如

利用充沛的廉價勞動力、良好的基礎設施、發展的產業符合其比較利益，並

搭配符合其競爭力的匯率（Krueger 1995）。積累了相當的技術與資金之後，

才試圖轉進到技術層次更複雜但資金需求更高的產業中。與此類似，泰國與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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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西亞都想發展汽車工業，但泰國依照比較利益原則，引進國際投資發展汽

車組裝工業，發展相對成功；而馬來西亞的汽車發展政策則採取長時期的保

護，且因為獨厚本土馬來資本，但技術無法持續升級，因而發展受限（戴萬平 

2010）。

而以台灣的經驗來說，政府的角色首先是直接扶植個別企業，早期企業規

模較小，技術與資訊均不足，對於要投入新興產業有所遲疑，政府扮演類似投

資銀行的角色，主動發掘可行的投資計畫，尋找經營人、提供資金，或先創辦

企業再轉民營，並監督此一機構的經營成效（葉萬安 2020）。1970到1980年

代台灣邁入資本與技術密集的產業時，這類企業投入資本大、風險高與回收期

長，也需要政府的介入。若民間有人有能力與意願經營則由政府參與投資，但

由民間來經營，例如政府規劃發展半導體產業，協調海外技術、人才與政府資

金，由政府承擔風險，陸續成立聯電與台積電（許增如 2019）。若民間無人

有能力與意願經營，則先成立公營企業，但即使是公營，在人事與預算上也儘

量獨立於政府監督，例如中鋼的情形（張守真 2001），且數年之內即開放市

場，使之面對國際競爭，例如取消中鋼對進口鋼品的加簽權，使其必須面對國

際競爭（劉玉珍 1995）。

其次，則是透過信貸與稅賦獎勵來鼓勵投資、外銷與發展策略性產業。台

灣的產業發展從出口擴張時期開始，就強調企業直接面對國際市場。
3
威權時

期創建的幾項鼓勵外銷與產業發展的政策，在民主化之後延續至今，包括獎

勵投資條例、加工出口區與科學園區、工研院等技術研發機構。1990年獎勵

投資條例被促進產業升級條例所取代，主要是從產業別的獎勵轉為功能別的獎

勵，但是保留策略性產業投資五年免稅的規定，可以二選一，影響的結果是租

稅獎勵大部分都是用在資本支出的獎勵，而非功能別的項目。這使得當時屬於

技術變遷與資本折舊都快的面板與半導體產業，競相不斷擴產，擴大了規模卻

沒有太多創新。2009年修法強調創新，只剩下功能別的研發投資抵減（陳添

3 對受產業保護的產業的關鍵零組件，政府有自製率政策，以促使產業發展，不過產業

有的成功，有的失敗（于宗先、王金利　2003）。以汽車工業為例，長年給與進口管
制與關稅和國內市場保護，政府透過要求逐年提高自製率來促進產業升級，但並不成

功（洪紹洋 2020）。



 政治經濟發展：台灣與東亞國家經驗的檢視　9

枝 2022）。最後，台灣產業政策在1970年之後的另一個重要環節是政府對研

發的協助，透過設立工研院等技術研發機構，協助廠商突破技術的瓶頸，然後

交由廠商商業化（陳添枝 2022）。

中國與越南近年來的經濟發展，也有各級政府積極的介入，不管是資金與

稅收、土地與人力方面的協助，另外在發展經濟的企圖上也是類似的。政府也

是依據比較利益的原則，依賴豐沛的勞動力，發展加工出口產業。但是與東亞

其他新興工業化國家的發展路徑還是有所不同。首先，中國與越南的發展起點

是社會主義體制，改革開放後雖有放鬆管制，但國營企業的比例一直偏高，且

兩地執政黨都會擔心私人企業壯大後對於政權穩定產生影響，在開放一段時間

之後，又開始限縮鼓勵國有企業擴張與限縮私人企業，國營與國家控股的企業

重要性依舊鞏固（Huang 2008; Chi, Le, and Diem 2020），這與其他東亞新興

工業化國家間有明顯的差異。且以國有企業為主的發展模式面臨了軟預算限制

（soft budget constrain），是相對無效率的，國家的補助主要以國營與國家控

股的企業為主，在這種產權結構下，政府對企業的監督能力不足，無法有效要

求其提升表現（Fuller 2016）。而且政府與企業常常進行運動型（campaign）

的工業政策，短期內設定過高的目標，最後多是炒短線，無法達成促使產業升

級的目標（Fuller 2016; He, Alex 2021）。而要維持經濟成長的動能，必須進行

結構性改革，逐漸轉移到以私營經濟為主體的型態（Lardy 2014），但這又是

威權體制所不樂於見到的。

三、技術官僚與統治者

有效產業政策的一些要素，如依照比較利益原則將資源投入有潛力的產

業與對之問責等，大部分的發展中國家並無法做到，這無非是因為其身處的

政治經濟條件無法配合。學者指出，在探討出口擴張與進口替代等不同貿易

途徑時，也應探討個別國家選擇或被限制在不同途徑所鑲嵌的政治經濟條

件（Manger and Shadlen 2015）。國家挑選贏家會面對政治壓力，Robinson 

（2009）指出許多國家都推動了工業政策，但是成功的國家不多，這些國家

集中在東亞，而在東亞國家中也不是全然成功，不過東亞國家與其他區域國家

有很重要的差別，在一些非東亞國家中，工業政策類型、產業與廠區位置等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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擇並不完全是由專業決定，也被政治因素所影響。

許多學者指出技術官僚在國家引領經濟發展中的重要性，若沒有專業能

力的技術官僚加以規劃與執行，要有效進行經濟資源分配根本是不可能的事

（Haggard 2015）。Evans（1995）與Fukuyama（2013）提到鑲嵌的自主性

（embedded autonomy），官僚在決策時必須與民間密切諮詢，但是同時要有

自主性，才能夠抵抗特殊利益的壓力，不然政府與社會的鑲嵌關係會沉淪為競

租。在侍從主義盛行的國家，政府的產業政策往往無法投入那些最具有潛力的

企業，政治盟友、軍隊、政黨都可能取得特許產業的經營權。

技術官僚的角色能否發揮，統治者的支持是關鍵，統治者不支持，則官僚

的自主性就不存在了，這因素在民主與威權體制中都重要。民主政體面臨選舉

的壓力，容易受即期消費、重分配要求和特殊利益者所左右，不利於經濟發展

（Bhagwati 1982）。民主政體下政府即使有充分的資訊，也無法制定出有利

發展的工業政策（Munger 2022）。例如在泰國，官僚想要取消對紡織業的保

護時，卻無力抵抗來自選舉產生的部長施加的壓力，其希望繼續利用保護政策

做為給與選區樁腳的優惠（Petri 1997）。此外，相較於民主政體中面臨許多

否決者的情境，獨裁政權中的決策者在分配資源上較能迅速採取行動，這在許

多新興工業化國家中可以發現類似的經驗（Amsden 1989; Wade 2004）。不過

在實證上，1980年中期之前，東亞四小龍的政體都是非民主體制，沒有文化

與所得相近的民主國家可為對照，來證實威權體制真的比較好。另外如泰國的

例子，不管是在民主還是威權時期，大財閥與執政者都緊密相連，官僚都處於

相對弱勢的地位（Kanchoochat, Aiyaram, and Ngamarunchot 2021）。

與統治者支持相關的因素是政治穩定，技術官僚能夠引領經濟發展的根本

基礎是政治安定，否則統治者無力提供保護，官僚也無法規劃與推動發展計

畫，台灣也不例外，在經歷二戰與內戰的動盪後，1952年陳誠說「我們終於

有時間可以進行有計畫的經濟建設了」（王作榮 2002）。Yülek等人（2020）

比較韓國與土耳其汽車工業的發展，指出兩個國家差不多同時在1960年代開

始發展汽車工業，都採取保護幼稚工業的政策手段，但是後來的發展差異很

大，作者指出其中的關鍵因素是國家能力不同所造成，國家能力最主要的就是

政治穩定，另外也包括發展具出口能力產業的決心、官僚規劃與執行能力與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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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科學研究機構等，以增強技術能力，及去除保護、鼓勵出口。
4

另外發展型國家模式中，因為技術官僚負責資金的分配，但挑選的贏家不

一定會成功。而因為技術官僚分配的是公家的錢，必須負相當的政治或甚至法

律上的責任，在這種情況下往往會面臨被彈劾或者被司法起訴的命運，例如尹

仲容與李國鼎的例子。在威權體制的環境下，比較可以免除技術官僚個人受到

國會、監察與司法機構的問責，否則技術官僚必定不願冒風險將政府資金投入

高風險、不確定性高的新興產業中。韓國的情況也類似，技術官僚對其所做的

決定所須負擔的責任很小，這使其願意選擇扶植風險性高的產業，不過這也造

成過度投資與不擔心市場紀律的問題（Kim and Leipziger 1997）。不過隨著發

展型國家模式的轉變，相關問題越來越小，因為政府的補貼從針對個別企業的

補貼，演變到針對某個產業的補貼，最後則是功能性補貼，越來越不是針對特

定的企業進行補助。
5

技術官僚的角色能否發揮，也與企業型態有關。首先是所扶植的企業所有

權類型，國有企業普遍面臨了軟預算限制，企業沒有倒閉的擔憂，主管機構

不易要求其改善，例如中國政府對國有企業的監督能力一直不足，無法有效要

求其提升表現（Fuller 2016）。韓國的經驗也顯示產業結構的影響。1970年在

推動重化工業之後，國家將資源集中在特定的產業上，官僚負責挑選適當的企

業來加以扶植。這個階段，搭配上銀行的國有化，國家擁有融資的政策工具，

企業也在發展中，需要國家的扶植（Park 2018; Lane 2022）。因為重化工業的

特色，著重經濟規模，企業規模大較有利，這也促成財閥的擴張。而這樣的產

業結構造成財閥有恃無恐，認為即使投資失敗，國家也不會讓其倒閉。在這種

情形下，官僚缺乏足夠的工具來對財閥問責。1980年之後，韓國開始減少產

業政策的使用，不過政府的干預依舊，且財閥太大不能倒的問題也依然存在

4 從另一方面來說，經濟發展以及開放的貿易政策也會影響內戰的發生（平思寧

2014）。
5 官僚的能力也與其掌握的政策工具有關，泰國工業化過程中，官僚著重總體經濟穩

定，對市場基本上採取放任政策，鼓勵外資，對於本國企業的工業升級著力較少。本

土的工業化是由大財閥所擁有的銀行來融資，其目標不是鼓勵策略性工業發展（Kan-
choochat, Aiyaram, and Ngamarunchot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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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k 2018）。在民主化之後，政黨在選舉時需要政治獻金，政府對財閥的

指引與監管能力更加弱化（林文斌 2010; Park 2018）。且此時財閥日益茁壯，

能自行籌資，不需要政府的幫助，加上經濟自由化的發展，政府的政策工具減

少，政府對企業決策的影響更為降低。

此外，政府財政上對關稅的依賴程度也是一個影響因素，指出，拉美國家

對內徵稅能力不足，出口關稅與印鈔票一直被當成是重要的財政來源。在採取

進口替代策略時，高關稅不利於出口，阻礙工業的發展（Caldentey 2008）。

且在貨幣幣值高估的前提下，要保護產業必須依賴高關稅，但政府威脅要降

低關稅來要求企業改善其出口競爭力，威脅性較低，無法取得激勵廠商的效

果，因為高關稅是拉美政府的重要財政來源，要降低關稅，會減少政府的財

政收入，實際上不太可能出現，因此威脅效果不大（Amsden 2001; Manger and 

Shadlen 2015）。相對來說，東北亞工業扶植政策中以減稅與優惠貸款為主，

若要取消對企業的稅收減免與資金援助，可以減少政府的財政負擔，是比較有

威脅性的政策工具。

四、結構性影響因素

有效的產業政策推動，背後更有歷史、國際與社會等結構性因素，影響

政府的決策。首先，出口擴張策略要面對全世界的競爭，不確定性高，國家

為何會願意承擔風險採取這項策略？Haggard（2018）、Lauridsen（2008）

與Robinson（2009）指出外來威脅驅使東亞中小型國家積極的提升工業。

Krueger （1995）與Haggard（2015）則指出大的經濟體與豐沛的自然資源會

使決策者認為可以依賴內需來發展，而採取進口替代的發展策略；反之，則

驅使一國往出口導向的方向發展。例如，由於擁有豐富的自然資源，而使得

智利只願意擷取容易取得的經濟租，而不願意升級產業（Palma 2019）。Wu

（2012）指出，威權體制雖然缺乏選舉誘因，不過在面對外在威脅以及自然

資源不豐沛的條件下，威權統治者有較高的誘因提供公共財，使民主與威權政

體在發展經濟的表現上接近。Mahon（1992）也指出相較於東亞國家，拉美國

家因為有豐沛的自然資源出口，使其不願意採取貨幣貶值來強化工業產品的出

口競爭力，使其持續採取進口替代的策略。1950年代末期，台灣之所以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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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擴張與貿易相關改革，主要是因為美援逐年減少，面對國際收支不平衡，

必須鼓勵出口，且加上台灣經濟體範圍小、面臨外在威脅、缺乏自然資源可以

支撐，所以必須選擇加入國際分工，採取市場開放措施（康綠島 1993）。6

另外一個近年來出現的議題是發展的思維與決心，發展型國家的一個重

要基礎是執政菁英的發展思維（developmental mindset），包括發展企圖與

發展共識，必須透過適當的制度與政策安排，來達到追求的目標（Thurbon 

2016）。Cherif、Hasanov和Kammer（2016）指出政治領導人的決心很重要，

要能發展工業，必須要有決心發展具有國際競爭力、有能力出口的產業。發

展決心很大程度與一個國家面臨的生存威脅以及資源秉賦有關，Evans和Heller

（2019）指出東北亞國家生存威脅的影響。瞿宛文（2017）也指出執政者發

展意志的重要性，1949年國民政府遷台，歷經亡國的挫敗，使遷台的執政者

與技術官僚體認到這是他們最後與唯一的一次機會了，因而努力尋求將經濟發

展起來。許增如（2019）也指出官僚與統治者的決心是創立科學園區與扶植

半導體產業的關鍵。外來威脅的效果，也有反證，例如印度與巴基斯坦間的衝

突（Chang and Zach 2019）。不過印巴之間比較是宗教與小規模的軍事衝突，

並非經濟體制與國家生存之爭，是否可以類比，值得更多討論。

其次，社會結構方面，很大程度與侍從主義及財富分配情形有關。首先，

在侍從主義盛行的國家，技術官僚無法擺脫政治干預，做出有效的資源分配，

國家機構常被特殊利益所捕獲，工業政策主要是提供政治關係良好的產業或企

業政策優惠，例如在突尼西亞，存在強大、政治關係良好的集團，技術官僚根

本不可能做出正確的選擇，或能夠依企業表現對其進行獎懲，工業政策反而是

強化對這些大集團的優惠照顧（Cammett 2007）。另外如東南亞國家，經濟活

動集中在少數與政府關係緊密的企業中，政府無法要求其改善表現，並對其問

責（Montes, 2019）。Underhill和Zhang（2005）指出，私人企業的偏好與參與

是泰國重要工業政策制訂的關鍵，1980年初期轉往出口擴張的原因之一，是

泰國當時出現一批依賴廉價勞力、具外銷能力的企業，大財團也參與其中。

6 張文揚、詹捷翔與平思寧（2019）的研究指出，雖然自然資源的豐沛會阻礙經濟發
展，但是民主體制中，因為有較好的治理，避免了自然資源的詛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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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1990年代之後，泰國的出口產業被跨國企業壟斷，本地企業無法有效升

級，加上本地市場自由化，大企業開始轉向重化工業與內需市場，並持續要求

國家保護。這顯示企業集團力量過於強大，官僚相對缺乏引導的能力。

其次，Hirschman（1968）指出土地改革的重要性，因為工業化起步階段

需要移轉農業資本到工業投資，拉美缺乏土地改革，無法有效移轉出農業資

本，只好透過高估幣值來間接進行移轉，如此不利於商品的出口，但有利於壓

低機器與原料的進口價格。Robinson（2009）也指出拉丁美洲國家社會經濟資

源分配不均，地主階級政治力量強大，技術官僚要推動工業政策，將資源從農

業移轉到工業發展有困難。Kay（2002）指出，東北亞地區農業改革早於工業

化，農業改革包括土地改革與農產品價格控制等，將農業部門的剩餘移轉來到

工業部門，以公司股票補償地主也鼓勵地主搖身一變成為企業主，使所得分配

更平均，也擴大了國內市場。而拉美國家則相反，工業化早於農業改革，且因

為地主反對，土地改革進展遲緩。之後在土地改革過程中鼓勵地主變身為企業

主方面，因為地主對政府不信任，資金也不夠，並不成功。其次，土地改革會

驅使一個國家加快放棄進口替代策略。首先，土改後農地面積狹小，農產品要

大量出口根本不可能，這時只能往出口擴張著力（Perkins 2013）。其次，就

重化工業的進口替代來說，當一個國家具有可以出口賺取外匯的產業如農業

時，進口替代政策可以延續很久，但如台灣缺乏這樣的條件，因而進口替代政

策推動期間相對短暫（Lauridsen 2008）。

此外，國家經濟發展的重要社會基礎是充沛與受過良好教育的勞動力，可

以投入職場或從事創業，但若一個國家陷於所得分配嚴重不均的情況，勢必

有很大一群國民無法受到良好的教育，使高素質的勞動力這個條件難以達成，

且使得在既有寡頭集團之外要浮現新興的企業變得困難，而使產業發展受限。

Kanapathy等（2014）指出，經濟政策等因素雖然是造成中度所得陷阱的直接

因素，但是其背後有更深層的政治因素，所得分配不均造成這些國家少數政治

與商業菁英壟斷經濟活動，也影響了教育機會的平等。既有的東北亞發展型國

家，在發展初期推動了土地改革，使社會所得分配平均，並讓中等教育普及，

有利於產業的發展。在東南亞國家方面，如泰國教育支出普遍比東北亞國家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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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低，這勢必無法支撐產業升級（Lauridsen 2008）。7

在同樣採行出口擴張的國家，東南亞與東北亞國家採取類似的政策，包括

出口擴張、鼓勵自有品牌發展、發展國內協力廠商與增加自製率，但是產業

發展的結果並不一致（Cherif and Hasanov 2015）。比較台灣及南韓與馬來西

亞及泰國的發展，都是以出口為導向，但兩組國家在本土技術的創造上差異很

大，台灣及南韓的研發支出比例較高，政府設立機構協助研發，經濟以本地企

業為主，掌握自我技術，且企業的背後有廣泛的協力廠商網絡；而馬來西亞及

泰國依賴跨國企業投資，儘管在招商時有規定合資比例、技術移轉與在地生產

比例，跨國企業運作與在地企業自主技術發展的關係較小，對於經濟的升級幫

助不大（Cherif and Hasanov 2015）。另外兩組國家也都有採行進口替代以及

鼓勵產業升級政策，以發展資本密集產業，例如馬來西亞發展汽車工業，泰國

發展重化工業，但都不具有國際競爭力（Petri 1997）。究其原因，首先，東

南亞國家比較普遍存在侍從關係，限制了官僚獨立決策與對企業問責的能力

（Lauridsen 2008）。其次，如前一節所述，因為教育投入不夠，人力資源不

足。最後，Doner（2009）指出，東南亞國家的發展模式以外資為主體，以產

品組裝為主，一直難進行零組件的進口替代，主要的原因是其國家面臨的安全

威脅低以及自然資源豐富，使得國家推動產業升級的決心不是那麼強。東南亞

的例子，很大程度說明，採取類似的工業政策，在缺乏發展決心，以及相應的

人力資源、法治與官僚品質下，促進產業升級的成效並不一樣。

五、發展型國家的轉型

東亞發展型國家模式在2000年之後逐漸出現退潮，有好幾項影響因素。首

先是過度緊密的政府與企業之間的關係有道德風險存在，易產生投資的浪費

與經濟危機。其次則是金融改革，包括利率自由化與銀行私有化，降低了國家

可以利用的政策工具。此外，策略性工業獎勵範圍的減少，也降低了官僚的裁

7 另外，在族群分歧的國家，例如馬來西亞，政府在幾個族群間常無法公平對待，工業

政策的選擇不一定是投入最有潛力的企業，而會偏向某一族群。這與韓國的補貼是投

入那些最有潛力的產業，相當不同（Chang and Zach 2019）。



16　問題與研究　第62卷第2期

量空間。另外則是企業自身的成長，可以自行在資本市場取得資金，不需要再

依靠國家的資金分配。加上東亞金融危機的發生，需要國際協助，在國際貨

幣基金以及世界銀行等國際經濟組織的改革要求下，逐漸走向經濟自由化的

道路。另外，貿易自由化的發展下，WTO所推動的貿易協定比以往的貿易協

議涉及更多的層面，驅使很多國家進行經濟自由化改革（Manger and Shadlen 

2015）。這些發展限縮了政府使用貿易、工業與金融政策的能力（Wong 2005; 

Lin and Chang 2009）。另外在政治方面，民主化削弱了執政者對於官僚的保

護能力，甚至為了選票，驅使官僚選擇短線與浪費的政策。

對於發展型國家可能負面影響的調整建議，首先是強化政府治理，例如

Weiss（2003）指出應去除依恃關係的存在，Wong（2004；2005）認為需增加

對政府的問責、政府決策的透明以及強化法治。其次則是在政策選擇中更強

調市場的角色，從1980年代中期開始，韓國開始減少工業政策的使用，首先

是功能別取代產業別的獎勵，之後更是只保留研發獎勵（Chang 1998）。Chen 

（2014）比較台灣與南韓，南韓更積極推動市場導向的改革，首先，政府工

業政策的目的不是挑選工業種類，而是進行功能別的獎勵，不像台灣在2010

年代初期還有對DRAM（動態隨機存取記憶體）與面板產業的扶植政策，其

次，韓國在金融市場自由化與銀行私有化方面也進行的比較徹底。近年來韓

國政府在培育新興產業的任務中，也認為鬆綁與修改法規是其中的關鍵（KBS 

World 2020）。

一個常被問到的問題是在全球化與自由化的國際體系中，國家是否還是有

干預的角色可以扮演。對此，首先要指出，在東亞國家幾項重要的產業政策持

續存在。從1950年代至今，台灣與南韓政府持續的設定產業發展目標，並制

定各種政策，來扶持具有潛力的產業。其中多年期的經建發展綜合計畫，雖然

從韓國金大中總統開始已經不存在，但是在台灣，至今依舊持續制定多年期經

建計畫，配合總統任期不斷更新，規劃產業發展方向、人才培育與引進以及重

要的基礎建設計畫等。近年來東亞各國減少干預市場，轉而提供企業研發以及

中小企業運作上的協助（Chu 2016; Hsieh, Michelle F. 2016）。在台灣，許多

既有發展型國家的產業政策如產業創新條例、科學園區的設立與稅捐優惠，以

及工研院等技術研發機構，都是從民主化之前延續至今，只是內容略有更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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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少對市場的直接干預。這其中許多相應的部分在韓國也同樣存在。歐洲已開

發國家也類似，如瑞典政府也積極鼓勵研發，以促進產業的升級，以總理為

核心，協調企業、政府、大學來投入與合作（Aiginger, Karl, and Dani Rodrik 

2020）。此外，邁入全球化時期，並不代表貿易障礙已經被去除，籌組或加

入自由貿易區，以及與其他國家簽訂貿易協定，成為政府協助企業發展的重要

任務。例如邱奕宏（2016）與葛永光、陳蒿堯（2016）分別討論日本與韓國

政府如何推動貿易協定，來協助企業擴展。不過新的階段也有新的挑戰出現。

隨者全球暖化，降低碳排放成為關鍵，為了達成永續的目標，台灣與南韓政府

選定綠能產業，鼓勵研發與投資，Wade（2018）認為這是發展型國家的新角

色。 

其次，因為國家安全的顧慮，要確保企業的發展不會影響到國安，這在台

灣一直都相當重要，例如1970年代技術官僚建議商務人士免簽證來台，但因

為保防的顧慮被否決，不過此時兩者的矛盾還比較小。這時發展國家的職能，

主要是促進企業擴大全球的競爭力與營收，投資來源與銷售市場來自與自己在

政治上友好的大國，兩者沒有扞格之處。1990年代之後中國的崛起，讓這個

問題開始突顯，因為生產基地與銷售市場都落在政治上的敵對大國。此時企業

的生產決定與國家安全產生了矛盾之處。這使得台灣的企業與執政者之間出現

拉鋸。對此有兩個不同的觀點，一派是擔心投資中國會淘空台灣產業，台灣產

業去了就不會回來了，且可能會出現以商逼政，所以反對以中國為腹地（李登

輝，張炎憲 2008）。政府鼓勵企業與民間強化與其他區域的關係，特別是東

南亞與印度的廣泛合作。另一派是認為台灣的腹地不夠大，企業要發展就必須

要利用中國的腹地，使產業規模可以擴大。Fuller（2018）指出，馬英九政府

時期的工業政策主要是透過貿易協定，利用中國大陸的市場來擴大台灣的產業

規模並進行升級，但是因為國內的反對與中國自身的產業升級，相關政策最後

並沒有產生太多實質的影響。陳添枝（2022）則指出，電子代工業透過中國

為腹地，即使毛利低，還是可以取得夠大的資金規模，進而從事研發，使技術

升級。另外，對生產關鍵零組件的企業來說，有這個腹地，就有了練兵的機

會，如生產晶片的聯發科可以逐漸壯大。近年來，在地緣對抗的格局下，強調

本土生產，會如何影響各國的產業政策，未來值得更多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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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市場制度

一、台灣與東亞國家的經驗

如前所述，國家在經濟發展中另一部分的角色，是提供市場制度。既有發

展國家論的主要論點著重在工業政策，來協助產業的發展，對經濟自由化政策

的探討較少，或常以經濟發展的另一種選項視之。但成功的工業政策必須較貼

近市場機制，這代表必須有相應的自由市場制度的建立，例如出口擴張工業化

須有降低關稅與減稅的措施，以及鼓勵私有企業發展的政策。學者也指出，工

業政策的成功有賴於法治、教育、金融制度與基礎建設等條件的配合，只有國

家介入資源分配，但是缺乏這些條件，效果會打折（Lin and Chang 2009）。

市場這部分在經濟學的領域中討論比較多，認為東亞國家經濟之所以能夠發

展，是因為自由市場制度的建立，也就是國家對市場管制的放鬆。工業政策的

存在，自然也代表自由市場存在一些限制，長期來說，東亞國家政府的干預逐

漸減少，更依賴市場訊號來運作，趨勢是金融、貿易、信貸等市場的自由化

（Krueger 1995）。

文獻中比較少談到的是，對許多技術官僚來說，工業政策與經濟自由化兩

者對發展都是重要的，並交互使用這兩項政策。以台灣的經驗來說，兩類政

策都涵蓋在多年期的經建計畫中，由同一批官僚在推動。他們了解市場干預的

無效率，推動減少干預是經濟發展的重要工作。雖然在產業發展初期的因市場

發展的侷限而介入資金與外匯的分配，但他們也瞭解應該要逐步減少對市場的

干預。歷經二次大戰與國共內戰的高度政府管制，尹仲容相信私營企業是市場

經濟的主體，恢復市場價格機能是經濟正常運作的關鍵，且應從輕工業開始發

展，逐步尋求產業升級（李國鼎 1963）。尹仲容認為，台灣的經濟發展必須

走向自由開放之路，他篤信經濟能夠發展的基礎是市場價格機制能夠發揮，主

張進行全面性的經濟政策與制度的改革（王作榮 1964）。李國鼎（1993）與

葉萬安（2020）的著作中也都提到，台灣經濟發展的歷程其實是一個經濟自

由化的進程，透過這個過程才能將生產力釋放出來。孫震（2003）也總結台

灣過去五十年的經濟政策，認為就是漸進的經濟自由化。比較具有標誌性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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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代的外貿改革，1970年代的稅務改革，1980年代的自由化與國際化改

革，減少利用外匯與利率等政策來影響企業的決策。對於技術官僚來說，產業

政策與經濟自由化政策都是發展經濟政策的重要部分，政府失靈與市場失靈都

是政府要處理的問題。
8
另外在有些技術官僚的定義中，政府的產業政策同時

包括處理市場失靈以及維持市場的競爭性，前者的重心即包括產業扶植與調

整，後者則是經濟自由化與防止壟斷（蕭峰雄 1994）。

台灣技術官僚這種經濟自由化的想法在二次戰後初期的後進國家中是相當

稀有的。東北亞國家政府在引領經濟的表現上，以往的討論主要是從結果來

論，以其取得很好的經濟發展成績來評斷。Irwin（2021）則提出另一個角度

來觀察：即政策的突破性。在經濟後進國家中，在面對同樣外匯收支不平衡的

發展困境時，因為沒有成功的前例可循，改革面對很大的不確定性與可能的失

敗，台灣做為當時後進國家中第一個願意推動貿易改革的國家，有其創新性。

Irwin（2021）指出尹仲容在接受由蔣碩傑介紹的修正的自由經濟理論（Meade 

1949）之後，推動匯率簡化與貨幣貶值，以及進出口稅務簡化方面的改革，

放棄進口替代政策，改採出口擴張政策，是創新的政策作為。蔣碩傑、吳榮義

（1984）歸納東亞四小龍的發展經驗，台灣除了在四小龍中率先走向貿易自

由化之外，另外兩個重點是拉高利率，以鼓勵儲蓄與抑制通膨，以及減稅，以

鼓勵投資，這幾項政策基本上也得到其他幾個國家的模仿。

在東亞的幾個國家中，工業政策與經濟自由化，在不同階段也都是日本技

術官僚用來發展經濟的政策工具。早期在追趕時期著重工業扶植政策，1990

年之後著重技術研發，技術官僚開始規劃推動結構性改革，也就是經濟自由化

措施，以此來推動日本下一階段的成長（Okazaki 2017）。韓國負責經濟規劃

的經濟企劃院（Economic Planning Board）官僚主要也是偏向市場經濟，但其

角色因為執政者的偏好而有差異，比較偏好自由市場經濟的官僚，在開始推動

重化工業之後被冷凍，1980年代開始才又重新被重用（Park 2018）。當然，

不同部會也有不同的偏好，例如印尼的財政部會官僚比較重視總體經濟穩定與

8 在此之前，資源委員會掌握與調度所有重要經濟資源，使市場價格機制無法發揮，對

技術官僚來說，是政府失靈的重要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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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自由化，工業部會比較重視保護與獎勵工業發展（戴萬平2016）。 

相對於台灣中小企業為主的產業結構，工業政策主要以財稅工具來獎勵

具潛力的產業，南韓1970年開始推動重化工業後，工業政策直接以政府控制

的資金扶植少數大型企業，政府對於市場的介入比起台灣來得深（Lauridsen 

2008）。1980年代之後，兩地都陸續進行經濟自由化的改革，包括外匯自由

化、利率自由化，以及公營企業與銀行民營化。但至今台灣政府對市場的干

預，包括國營企業、官股銀行、股市與能源價格等，政府介入市場的程度在許

多方面高於韓國。兩地經濟自由化軌跡的長期演變，未來可以有更多的深入分

析。

二、制度性影響因素

本節回顧影響政府支持經濟自由化改革的制度因素，特別是與產業發展

相關的部分。首先，在政體類型方面，學者認為民主體制因為有問責機制，

相較來說比較容易出現經濟自由化（Giuliano, Mishra, and Spilimbergo 2013; 

Doucouliagos and Ali Ulubaşoğlu 2008）。與此相對，威權體制問責機制不健

全，只存在規模小的推舉人團（selectorate），因此依賴提供私有財來鞏固

支持，這涉及競租。經濟自由化會減少競租，因此威權政體較難推動經改

（Bueno De Mesquita et al. 2003）。Steinberg和Malhotra（2014）檢視威權政體

的次類型是否影響匯率制度與匯率，發現軍政府獨裁與君主獨裁因為擁有較小

的推舉人團規模，會採取固定匯率制度，而君主獨裁與文官獨裁因為有較高的

任期安全性，因此會傾向低估匯率，以鼓勵出口。

其次，威權體制擔心自由市場會培育出獨立於國家的勢力，因此需確保

對社會力量的控制（Acemoglu and Robinson 2012）。前文已經提過，威權

政體對於私人部門壯大的擔心，常常加以限制。此外研究也指出威權體制對

金融體系有較多的限制（Eichengreen and Leblang 2008; Giuliano, Mishra, and 

Spilimbergo 2013）。威權體制中統治者對於執行控制社會的機構，包括軍

隊、警察與官僚，以及黨政菁英，會給與一些特權與利益，這之中包括金融融

資等（Haber and Perotti 2008）。其次，Cheng （1993）、與Shih（2020）均

指出，威權體制擔心金融自由化會創造出一個獨立於國家的階級，因此不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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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自由化。不過經濟發展可強化統治正當性，所以威權體制也有誘因進行經

改。首先，貿易自由化可促進後發國家勞力密集產業的發展，進而提升社會大

眾的生活水準，所以威權國家有意願推動貿易改革，因為這有利於威權的存續

（Chang and Wu 2016）。

民主與威權體制也可以從否決者的角度切入來討論。相較於民主政體存

在制衡機制，面臨眾多否決者的情境，在獨裁政權中，政策制訂者較能克服

反對採取行動（Sah 1991）。以台灣的例子來說，威權體制下的民意機構，不

管是立法院或是監察院，很大程度也代表一些既得利益，或擔心改革結果的

不確定性，因而反對經濟自由化改革。威權統治者若接受市場機制的理念，

憑自身威望，促使立法部門支持行政部門，則可以幫助推動相關改革。例如

1950年代的調高電價案，受到立法院反對，總統介入之後才得以通過（蘇勝

雄 2014）。葉萬安也回憶1960年初，19點財經計畫的立法過程中，其中一樣

改革是將電費等公用事業費率的審議權，從立法院同意移轉到行政院下設的公

用事業費率委員會，依照預設的公式來決定，起先也遭遇立法院的反對，也是

總統介入才得以施行（陳立文等 2013）。另外如獎勵投資條例的通過，同樣

也是層峰的介入才得以獲得立法院的支持（陳立文等 2013）。9
此外，如放棄

進口替代走向出口導向的發展途徑，加工出口區的設立都面臨政府財經部門間

或立法院的反對，反對的理由包括對出口沒有信心，擔心會影響政府的財政與

造成總體經濟的不穩定（郭岱君2014）。10

但如Bueno De Mesquita等人（2003）指出，威權體制中雖然沒有制度性的

否決者，但仍存在可以影響統治者存續的推舉人團，統治者必須顧及他們的利

益。台灣經驗顯示，若經濟自由化政策會影響核心支持者的利益或影響統治基

礎，則威權時期的統治者並不會給予支持。例如很多19點財經計畫列出的改革

計畫中，去除進口商品關稅，取消軍公教群體的能源補貼影響核心支持者的利

益，國營事業民營化擔心影響統治基礎，並未獲得落實（康綠島 1993；劉玉

9 此外，如土地改革，同樣面臨地主及其代表的民意代表反對，也是威權統治者施壓，

才能使法案通過（瞿宛文 2017, 219）。
10 因為擔心幣值的穩定以及政府收入的減少，經濟與財政部門間對鼓勵出口政策中的減

稅，包括進口品減稅以及出口退稅，看法並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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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 1995；郭岱君 2015）。Hill（2013）以民主轉型為觀察，指出印尼與菲律

賓民主化後，因為否決者增加，所以改革的困難度增加，速度變慢，不過反過

來說，在民主體制中，一旦已經獲得多數民意的支持，改革就可以很穩定的推

行下去。最後，不管是民主或威權體制，當企業集團力量強大時，都可能會形

成實質上的否決者，而阻撓改革。例如1980年代泰國的官僚認為，要發展經

濟必須推動經濟自由化且推動出口擴張，放棄進口替代，打破大財閥在內需產

業的壟斷，但是這些主張並未得到充分的政治支持。在民主化之後企業主搖身

變為議員或內閣部長，繼續維持依侍網絡，阻止經濟自由化（Phongpaichit and 

Baker 1999）。

威權體制是否願意克服否決者的壓力，也受到執政者意識形態的偏好，若

經濟自由化政策違反執政黨尊奉之核心意識形態，則不容易進行。以台灣為

例，國民黨原先抱持三民主義，主張節制私人資本，發達國家資本，採取經濟

自由化的改革在開始時受到黨內的反對，遭受立法院的攻擊，或者是監察院的

彈劾，技術官僚必須與之辯論，嘗試說服保守派（郭岱君 2015）。部分財經

官僚與國民黨黨部反對民營化，除了認為與孫中山的理念不合，也擔心過強的

私營企業會影響國民黨的生存基礎（郭岱君 2015）。政黨意識形態的轉向背

後，當然有執政者的支持，統治者本身的意識型態與技術官僚是否一致，會影

響相關政策的推動。蔣中正比較偏向尊重技術官僚及其支持的市場機制。但蔣

經國則比較偏向社會主義，對市場機制有所保留，認為重要物資的價格不應該

完全聽憑市場，反對公營銀行民營化，並喜好同時推動數項大型基礎建設與重

化工業投資來促進經濟成長（李國鼎 1963；康綠島 1993；王作榮 2002；孫震  

2003），這些主張都帶有民粹的性質，與技術官僚之間不時會出現意見不一

致的情形。
11
基本物資補貼與大型公共建設這兩個偏好在民主化後的政府也一

直延續下來，在選票的考量下，更不可能改變。李登輝認為對市場政府不需要

有太多的干預，對於財經政策與大型公共建設基本上尊重技術官僚的規劃，但

是在兩岸議題上則與技術官僚出現分歧（李登輝、張炎憲 2008）。

11 1980年代之後台灣出超與外匯收支不平衡問題日益嚴重，技術官僚開始獲得執政者支
持，推動自由化與國際化的改革（Cheng, Haggard and Kang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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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的情形也有類似之處，主要負責經濟政策規劃的經濟企劃院官僚偏好

較多市場機制，減少國家工業政策的介入程度，但是其影響力受到執政者偏好

的影響。在1970年代的重化工業推動之前，韓國的工業政策與台灣類似，以

出口扶植為重心，並未鎖定特定產業。開始推動重化工業後，朴正熙總統跳過

偏向市場經濟的經濟官僚部門，另創一個機構來執行，1970年代末期，經濟

企劃院才又受到重視（Cheng, Haggard, and Kang 1998）。因應1970年代國家

扶植重化工業造成的浪費與總體經濟的不穩定，以及全球化的挑戰，從1980

年代初期開始，全斗煥總統決定改弦易轍，走向經濟自由化的道路，開始減少

工業政策的使用、減少干預市場與進行民營化措施，甚至裁撤經濟企劃院。東

亞金融風暴後，進一步加大自由化的改革（Kim and Leipziger 1997; Park 2018; 

Chang and Zach 2019）。所以傳統認為典型的發展型國家中，統治者提供技術

官僚保障，尊重其決定，在扶植工業發展方面大致是對的，在經濟自由化這部

分則不完全是這樣。

最後，近年來許多研究開始討論政黨制度化對經濟政策的影響。Bizzarro

等人（2018）指出，一個制度化的政黨存續比較久，政黨領導人比較會進行

長線的思考，此外，政黨有比較完整的社會連結，所以領導人不會只考量少數

群體的利益，比較會從社會整體利益思考之，因此會採取保護財產權政策，

避免制定掠奪式政策。Hankla（2006）也指出，低制度化的政黨體系下，也就

是政黨的得票變動率大的國家中，政黨不易推動那些對社會整體有益但需要比

較長時間才會看見效果的政策，因此不傾向推動貿易自由化。政黨制度化對

經濟政策的影響，除了發生在民主體制，也會發生在威權體制，威權體制缺

少問責機制，制度化的政黨對於制約統治者的誘因來說特別重要。Charron和

Lapuente（2011）發現，一黨獨大政權因為社會基礎廣泛，政府比較會回應社

會各種需求與聲音，會提供較多的財產權與契約保障以及建立有效率的官僚。

Bizzarro等人（2018）指出，政黨制度化程度高是威權體制下台灣經濟發展表

現優異背後的重要因素。

影響政府推動經濟自由化改革的因素，自然也有歷史、國際與社會等結構

性因素的影響。例如放棄進口替代策略，往出口導向的方向發展，涉及貿易自

由化改革，這部分前文已經提過，與一國面對的外在威脅以及自然資源豐沛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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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經濟自由化改革政策事實上是出口擴張產業政策的重要一環，所以影響兩

種政策的結構性因素很大部分也是重疊的，這裡不再贅述。另一方面，制度因

素如官僚品質與政權類型等也會影響工業政策，這已如前述。另外如政黨制度

化也會影響工業政策，政黨制度化高的國家，政黨比較可能採取長線的思考，

願意放棄進口替代策略，往出口導向發展。相反的，Lauridsen（2008）以泰

國的例子指出，政黨體系分散使得產業政策只是在分配資源給政治人物選區的

產業，而不是在促進產業升級。

肆、重分配政策

一、東亞發展型福利資本主義

東亞發展型國家以發展經濟目標，主張先犧牲短期的消費換取未來的成

長，將餅做大之後，再處理分配的問題。Holliday（2000）與Gough（2004）

以發展型福利資本主義（Productivist welfare capitalism）來稱之。在這些國家

中社會福利政策是經濟發展政策的一部分，目的除了促進社會穩定，也在確

保有充足與優質的勞動力供給。其特色主要是國家優先提供醫療與教育支出

等有助經濟成長的項目，對一般普遍性社會福利照顧方案支出有限；其次是

針對從事生產活動的勞工提供福利，而不是對所有國民提供照顧；最後是勞

工的保障中，企業與家庭扮演很重要的角色（Holliday 2000；Aspalter 2006；

Aspalter 2017；Hwang 2011）。不過與世界上的幾種福利模式相比較，歐陸如

德國的模式，福利的領取資格也是與職業連結在一起，而不是與公民身份綁在

一起，且不同職業間也有顯著的差異，不同職業與所得群體間的重分配程度低

（Manow 2021）。此外，推動社會政策的目的在協助社會穩定與經濟成長，

以及福利的領取資格是與職業連結在一起（Aspalter 2017）。所以東亞國家的

福利制度其實和歐陸國家的模式，在某些面向上有相似之處（Fleckenstein and 

Lee 2017; Aspalter 2017）。

東亞特色福利國家出現的一個原因是這些國家的經濟依賴出口，充分整合

入國際經濟體系，因此對於人力在內的生產成本高度敏感，要維持國際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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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必須避免提供過高的勞工福利（Rudra 2007）。東亞發展型福利資本主義

的存在另有三個制度性的條件。首先，威權體制的存在，壓制了勞工與市民社

會鼓吹改善勞工福利的聲音，強調犧牲短期的消費，換取長期經濟的發展。這

形成了一種社會契約，即快速的經濟發展伴隨所得的提高與相對均等的所得分

配，人民願意繼續支持這樣的有限福利體制以及背後的威權體制。另外，幾個

民主化後的東亞國家缺乏強有力的左派政黨與工會力量也是重要的因素（Peng 

and Wong 2010）。最後，東亞重視家庭，所以一直以來認為福利照顧可以在

家庭或親族間進行，不需太多政府介入（Peng and Wong 2010）。 

威權統治者為了減緩社會追求民主化的壓力，也會制訂保障勞工的社會福

利政策。台灣解嚴之前，有鑑於1980年代初期的立委增額選舉中勞工選票表

現不佳，1984年國民黨政府制訂通過勞動基準法，保障勞工的權益。韓國民

主化前一個常被忽略的政經安排是威權體制下國家對一些社會安全保障的制訂

（Mkandawire and Yi 2014）。所以威權政府是有提供社會福利照顧，不過比

較偏向對勞工的照顧，而不是普遍式的照顧。

近年來東亞國家面對分配的問題，也必須處理社會安全的議題，以穩固

經濟發展的社會基礎（Chu 2016; Hsieh 2016）。此外，隨著民主化的發展，

許多國家開始提供更多普遍式的社會安全保障（Aspalter 2006; Fleckenstein and 

Lee 2017）。Peng and Wong（2010）指出，東北亞國家發展出一個比較包含式

的社會保險架構，不具生產力的群體也逐漸獲得社會保障，而香港、新加坡與

中國則仍停留在個人式以及市場為基礎的福利架構。Peng and Wong（2010）

也指出，因為東北亞國家的所得分配相對均等，推動普遍式社會保障的政治與

經濟成本較低，所以這些國家願意加以推動。民主化後台灣與南韓修正以往經

濟發展優先的政策，採取兼顧經濟發展與社會公正的發展策略，提高對勞工的

保障與普遍式的社會照顧（Wong 2004; Hwang 2011; Suh and Kwon 2014）。

在1990年代，兩地都制訂或強化了失業保險、國民年金與全民健康保險等措

施（Wong 2004）。與此相較，一些東亞國家在政治體制上仍然維持一黨的專

政，例如中國、越南與新加坡，這些國家的政府對於經濟成長的關注較高，在

許多社會與勞工政策上的進展相對緩慢（Wong 2014; Ukhova 2015; Rahim and 

Yeoh 2019; 吳親恩、練暐妍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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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個值得注意的是政黨的角色。Fleckenstein和Lee（2017）指出台灣

與南韓在民主化之後，威權時期的保守政黨繼續執政，為了吸引選票，民主

化後初期的社會福利擴張主要是在這些政黨任內推動的。但之後都經歷了政

黨輪替，反對黨倡議福利國家的建立，強化了普遍性社會保障的推動。不過

Fleckenstein和Lee也承認，保守政黨重新上台之後也開始接受普遍式的社福政

策，以擴大選舉基礎。另一個面向是政黨的制度化，研究發現薄弱的政黨制度

化會導致社會福利的水準較低，因為政黨在此情形下無法有效進行討價還價和

鞏固黨內外的支持（Rasmussen and Knutsen 2021）。一直以來韓國政治的一

個標誌性特徵是政黨之間頻繁的分裂和合併，由有影響力的政治人物主導的反

覆政黨重組。這造成政策頻繁轉換和政黨在許多勞工問題上立場游移，政黨無

法將社會分歧轉換成具體的政策（Lee 2009；Lee 2015）。與此相對，在威權

時代台灣如韓國一樣透過國家控制的工會來管控勞工運動，但同時也允許勞工

代表獲得一些政治代表，讓其聲音可以反應在政策上。民主化後台灣形成兩黨

制，政黨制度化程度較高，較能反應勞工的需求（Buchanan and Nicholls 2003; 

Lee 2011）。

近年來收入不平等問題惡化，也成為國家在提升經濟發展的阻礙。首先在

教育與發展機會方面，如同前述，產業發展的重要社會基礎是充沛與受過良

好教育的勞動力，但當一個國家陷於所得分配嚴重不均時，許多人的教育機會

受限，高素質的勞動力這個條件將難以達成。此外，財富集中，使得在既有企

業集團之外，要浮現新興的企業家變得困難，而使產業發展受限。反過來說，

產業發展也是社會安全保障強化的一個重要基礎。拉美國家採取進口替代政

策時，都市勞工獲得良好的福利照顧，但是對其他社會群體的照顧就無力顧

及。做為社會民主主義典範的歐洲國家如瑞典，認為福利國家的建立與持續必

須依賴持續的研發，來促進產業的升級，而這有賴企業、政府與大學的投入

（Aiginger and Rodrik 2020）。Nishijima（2012）指出日本工業政策中，對於

中小企業的政策照顧比大企業更多，對於強化中小企業的競爭力及維護社會穩

定有重要的貢獻。工業政策對所得分配及福利政策間的關係，值得更多討論。

另外，黃富娟（2020）指出，近年來拉美國家的左派政權，在發展模式上提

出參與式民主和經濟民主化，例如增加國有化與社會生產企業，期望能修正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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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市場經濟的所得分配不均問題。當然實踐上這些新模式的成效往往並不如預

期。

二、民眾對重分配政策的態度

包含台灣在內的許多東亞國家，都曾在威權統治之下經歷經濟快速發展

且收入較為平等的時期，但是近年來也出現收入不平等逐漸升高的問題（Park 

and Uslaner 2021）。從總體數據來看，Huang和Ku（2011）指出台灣在社會福

利上的支出低於同為東亞國家的韓國與日本，也同樣低於OECD國家。除此之

外，許多研究也都指出台灣在民主化之後，收入不平等的情況也慢慢的惡化

（張傳賢 2014; Park and Uslaner 2021）。社會福利政策也是在選舉中被重視的

一個議題（黃德福、謝俊義、劉嘉薇 2010）。

Hsieh（2005）在其研究中認為，在台灣最重要的社會分歧從過去的本省

人與外省人的衝突演變成國家認同議題，這樣的政治分歧影響到政黨體系與民

眾的政黨認同，在這當中，Hsieh進一步發現到不支持政府推動社會福利的受

訪者，傾向不支持泛綠的政黨。張傳賢（2014）提到2012年總統選舉中，蔡

英文以縮小貧富差距與公平課稅等政策作為競選的主軸，以致藍綠在重分配議

題上呈現明顯的差距，而民進黨這樣以重分配議題為選戰主軸的情況其實在

1995年的立法委員選舉就出現了（林佳龍 2000）；反過來說，國民黨在政黨

形象上讓人認為不是一個支持重分配的政黨（游清鑫 2002）。因此，對於台

灣民眾而言，是否支持重分配政策或是支持的程度的高低，有很大一部分是與

政黨認同密切相關的。

張傳賢（2014）除了說明政黨認同對重分配立場有影響外，也發現雖然

家戶收入對於是否支持縮小貧富差距沒有直接的影響，但是收入較高的受訪

者，會對經濟的未來抱持樂觀的看法，也間接的影響了對縮小貧富差距政策的

支持。之外，該論文也將兩岸經貿議題納入討論，例如是否曾赴中國大陸經商

或者是陸客來台的影響。結果發現因為兩岸經貿交流而對未來經濟越樂觀的

人，比較不支持重分配的政策，因為這一群人預期未來國家與個人的所得會增

加，重分配可能會傷害未來可能得到的利益。目前兩岸經貿的官方交流並不如

2012年密切，蔡英文推行的南向政策與抗中友美政策，是否會改變台灣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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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重分配政策的偏好，是未來很值得觀察與研究的議題。

除了上述的政治性因素之外，其他可能會影響台灣民眾重分配態度的因素

還包括了民主制度的評價、世代的差異、對於收入與機會不平等的評估等等。

例如Kim et al.（2018）針對中國、日本、韓國與台灣的研究，發現受訪者對不

平等的評估會影響重分配政策的偏好，其中包含對不平等的評估與對機會不平

等的評估，當受訪者覺得越不平等，那麼越傾向於支持政府減少貧富之間的差

距。

Yeh和Ku（2020）控制受訪者的政黨認同，發現台灣民眾對於不平等的評

估會先影響民主滿意，再進一步影響對於重分配的支持，因為民眾認知到一

個良好的民主治理，是可以提供社會支出來滿足民眾的需求並緩和不平等，如

果民主體制表現得不好，會讓民眾質疑公共支出是否有被合理的使用。陳怡如

（2018）也有類似的結論，其認為對於民主制度的支持是台灣民眾支持社會

福利不可或缺的必要條件，當民眾越支持民主體制，那麼就會越支持重分配的

政策。這樣從民主滿意度與民主支持的角度來討論民眾對於重分配的偏好，某

種程度上也回應了Acemoglu和Robinson（2005）的論點，那就是民眾認知到

民主制度是會做重分配並的政治體制。因此，一個國家如果能夠強化民主問責

與民主深化，就可增加民主滿意度與民主支持度，也有利建立更好的社會保障

制度。

三、對於民主支持的影響

Acemoglu以及Robinson（2005）認為當收入不平等升高時，在威權體制

之下，政治人物承諾制定財富重分配政策，但是這樣的承諾是無法被人們所信

任，因此窮人傾向於支持民主體制。從實證來看，民主國家是否能夠減少收

入不平等，到目前為止並沒有一個明確的結論（Timmons 2010）。在經濟比

較開放的民主國家當中，收入比較平等（Reuveny and Li 2003）；還有當民主

轉型之前收入是高度不平等的國家，轉型後會減低不平等的程度（Dorsch and 

Maarek 2019）。

對於民主制度評價的研究，首先，Son（2016）針對南韓民眾做研究，發

現到窮人在國家經濟狀況不好的時候比較不支持民主體制。這是因為窮人們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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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民主體制是財富重分配的工具，所以當國家經濟狀況不好會使得財富重分配

機會減少，因而比較不支持民主體制，這樣的研究發現其實某種程度上回應了

分配衝突理論在民主化理論上的假設。在針對東亞國家的跨國研究中，吳親恩

（2009）指出，雖然收入不平等相關指標沒直接影響民主支持程度，但是會

透過民主滿意度間接影響民主支持，因為收入不平等到相關指標都顯示其會降

低民眾的民主滿意度。另外，Krieckhaus et al.（2014）針對40個民主國家的研

究發現收入不平等會減少民主支持，這樣的現象橫跨所有的社會階級。不過，

他們也同時發現到在高度收入不平等的國家內，窮人們對民主支持的降低程度

就沒有那麼嚴重。

Wu和Chang（2019）在其研究中認為吉尼係數等客觀性指標並無法代表

民眾對於所得分配的真實想法。因此，Wu和Chang使用亞洲動態民主調查與

拉丁美洲民主調查中關於財富分配公平性的問題，來測量民眾對於收入不平等

的評估，也同時發現了當受訪者認為財富分配是不公平的，對於民主滿意的程

度就會降低。Chu和Wu（2019）針對東亞國家的研究同樣使用主觀性的財富

分配評估當作解釋變項，其研究區分政體來分析，發現因為財富分配不平等導

致民主滿意度降低這樣的效果，在採用半威權混合政體（hybrid regimes）的

國家中比較明顯。因為在民主國家中，例如台灣，民眾可以針對政府的政策做

批評或是在選舉中支持反對黨，依此來督促政府調整其施政，這樣的機制在混

合政體當中是比較缺乏的。

林奕孜（2021）與Wu和Chang（2019）的研究，同樣使用受訪者評估財

富分配公平的問題，依此檢視台灣民眾對民主制度的評價。與過去研究的相似

之處是對財富分配不公正的評估，會減少台灣民眾對民主的滿意度，然而認為

財富分配是不公平的受訪者，反而會增加對民主的支持程度，不過這樣的現象

是會變動的，民眾會先評估過去所得分配的狀況，再思考過去與當下的政治環

境與脈絡，最後前瞻性的評估未來在民主制度之下，財富分配的狀況是否會變

好。這部分是未來學界可以繼續發展的目標。

以上幾個研究都指向收入不平等會影響到民眾對於民主支持的程度。

然而，收入不平等是否與民主倒退有關聯則需要更進一步的檢驗。Houle

（2009）的研究認為，當民主國家內的收入不平等惡化時，執政菁英為了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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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財富被窮人透過民主機制做重新分配，便會透過政變來改變政府體制。不過

Houle的理論是從菁英的角度所建構出來的，未來的研究也可以從民眾的角度

來討論。

與前一點相關，也可以看威權體制中的情形，對民主化之後重分配的預估

也會影響不同階級民眾對民主改革的支持。文獻指出，中高社經地位者在既有

威權體制中享有既得利益，擔心民主化後可能的所得重分配，並不一定比較支

持民主體制。在許多歐洲與拉美國家的民主化過程中，在替自己爭取到參政權

之後，中產階級擔心所得重分配，支持限制勞工取得投票權（Rueschemeyer, 

Stephens and Huber 1992）。吳親恩（2021）討論台灣民主在轉型期時，社經

背景與反對陣營支持間的關係，指出解嚴前的立委選舉中，中高社經地位者雖

然擁抱較高的民主價值，但是擔心民主變革對政治經濟體制穩定的可能影響，

並不支持反對陣營；不過在宣布解嚴之後，不穩定因素消除，中高社經地位者

反而成為最支持反對陣營的群體。與此相對，職業群體方面，因為處於國家經

濟的邊陲位置，自營商與藍領勞工在民主啟動前與後，均偏向支持反對黨。

所得分配與民主支持的關係與發展模式也有關。在東北亞比較成功的案例

中，主要是比較趨近市場機制，逐步發展技術層次更複雜但資金需求更高的

產業，這樣的發展途徑，較能吸納農村的剩餘勞動力，使貧富差距維持穩定。

但若一國產業升級困難或直接跳到生產重化工業，然後靠保護來延續，常使經

濟發展陷入停滯，使得其製造業部門能夠吸納的就業人數有限，農村中仍有龐

大的貧窮農業人口。若搭配上民主體制開始施行，所得重分配的聲音與政策增

加，但都市與都市邊緣及農村的所得水平差距大，都市中的中產階級對於農村

地區的改革需求相當疑懼，當影響到其利益時，甚至願意支持破壞民主體制的

行動。這事實上就是近年來泰國政治動盪的經濟背景，其城市中的中產階級在

民主轉型前是支持民主體制的，但是民主體制施行與重分配政策增加之後，

中產階級的政治態度開始轉向，進而支持維持穩定的軍事政體（Wu, Lee, and 

Bandyopadhyay 2021）。這與過往拉丁美洲中產階級面對民粹主義的重分配訴

求時，對民主支持產生保留的態度也有類似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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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

本文討論與台灣有關的政治經濟學研究。文中討論國家推動經濟發展的政

策選擇，包括贏家扶植以及經濟自由化政策，以及重分配政策。從本文的討

論可以知道幾個未來可能的研究方向。首先，以台灣的經驗來說，對於技術官

僚來說，贏家扶植以及經濟自由化政策都是發展政策的一環，未來可以進一步

探討，技術官僚這樣的思維是否在許多國家都會出現。另外一個議題則是近年

來，在地緣對抗的格局下，強調本土生產，出口面臨了關稅以外新的限制，

不同國家的對應方式值得加以探討。此外，則是發展國家角色在新時代的可能

性，特別是生態惡化下的政府角色，這是一個完全不同的挑戰，因為經濟發展

不同程度都在增加對生態的破壞，如何增加經濟發展，但能逐漸減少對環境的

破壞，是前所未有的挑戰。最後，東亞國家之間面臨了程度不等的軍事安全威

脅，可以探討這與其他區域國家所面臨的安全威脅及其對經濟政策的影響有何

不同。

 （收件：111年11月8日，通過：112年4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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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e review two important topics in the field of politic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We discuss how states employ industrial policies and economic 

liberalization to promote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in the industrial 

policy framework, we delve into the issues of choosing winners, difference 

in industrial policy implementation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chnocracy 

and the rulers, structural factors that affect industrial policy choices, and the 

transformations of developmental states in recent years. Secondly, the debates 

surrounding developmental state center on industrial policies and mainly view 

economic liberalization policies as an alternative option. We shed light on 

how countries employ these two policies in an interactive manner and proceed 

to analyze the institutional and structural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promotion 

of economic reforms. Selecting the potential winners and pushing through 

economic reforms both face political oppositions. Therefore, this article 

pays special attention to the political pressures confronted by governments 

when promoting these policies, as well as the conditions under which th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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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positions can be effectively overcome. Finally, this paper offers an overview 

of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social security, with a specific focus on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of the social safety net in Taiwan 

and East Asia. We also discuss when citizens prefer income redistribution and 

how income distribution is associated with popular support for democracy.

Keywords:  Developmental state, industrial policy, economic liberalization, income 

redistribution, support for democr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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